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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的现代汉语中的“国”(國)，是与英语中的nation, state, country, land, home, people等多个词汇相连,或更多是它们的复合，而非其中任何一个单一词汇之意。
“国”在中文里可以一直追溯到周朝(公元前1046-256)的时候。它的初文是“或”（“域”的古字），本义是“邦国”、“封邑”。其构形里有土地（“一”），也有护卫土地的武器（“戈”）。到了周代晚期（亦有说秦汉以后），“或”因借用为或然之“或”及疑惑之“或”，就在外面加了个“囗（wéi）”，表示疆土地域的范围，读作了guó。秦代的小篆也继承了金文的形体，后来隶书就变为定型的方块字”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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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左到右：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的“国”字写法举例）
“国”或者“邦”有大小之分，小为国，大为邦，两者皆不仅指土地或领地（《周礼·太宰》：“以佐王治邦国。”郑玄注曰：“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而也包含治理这块土地的方式。例如《周礼·地官·掌节》就曰“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再如《尚书·五子之歌》里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传》则说“言人君当固民以安国。”
到了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221)，不仅一个接一个的战争频繁发生，也由于战争发生于诸国之间，故称之为“战国”或战国时期。当然，这个时期也是著名的思想繁荣阶段，如“诸子百家”中的庄子和孟子就生活在这个时期，他们和他们之前的老子和孔子，都对国之为国有过诸多至今仍影响甚大的阐述。
从那以来，很多世纪过去了，但是“国”一直都是中文世界里最为重要的社会单位，这里，政治秩序和领土安全甚至远比族群或文化起源都更加被看重，尽管古代的“国”就其领域而言比今天的要小得多，而且早期的国总是与家族联系在一起，故“国”更多时候是用家族的姓氏（而不是所处的地点）来命名的。由此也可见人在国中之重要性：是谁比在哪更加关键。
家或家族的社会关系是人们生活于区域或领地的真正渊源，这也是一些人即使一时离开（甚至长期乃至终生离开）后仍然视自己为该国人的原因。这种家族的社会关系绑定直接体现就是国之为国，故后世之人就以此被视为或自视为属于该国之人，直到今天可以说也还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国总是与“家”、“民”、“土”联系在一起，并因此有了“国家”、“国民”、“国土”等基本概念。
这种看似再自然不过的家与国的联系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自从古代中国有文字历史以来，“国”就既与领地更与亲属以及邻居密切相关，这样，各个家和其成员也与其所在的邻里、村庄、市镇，一直到他们所在的民族、国家、祖国及其治理方式紧密相连。实际上，人口越多、领土越大，人们与国的关系也越多、越深。
在现代汉语里，与“国”相关的词汇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国家”，它今天似乎与英语里的nation-state很接近，但是实际上它本身的含义是“国和家”的复合体，即国是更大的家、大家的家，这里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大家庭，故才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之说（《论语》）。这是中国传统里把人们从家到国（乃至于“四海”）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即是说，人首先是一家之人，然后是一国之人，甚至是四海和天下之人。
当然，同样也可以反过来说，无天下即无国家，无国家即无小家，无小家即无个人。
现代汉语里另一个与“国”密切相关的词是“民族”或“国族”（英语里的Nation），这个词的当代用法最早是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例如1899年梁启超（1873-1929)在他的《东籍⽉旦》中就第一次使⽤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词（他在评介当时有影响的世界史著作时称这些论著“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乃能⾔之详尽焉”。）他那时更看重的是东西之别，并用“民族”来强调中国需自强并在与西方竞争中如何立于不败。1905年，梁启超⼜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华民族⾃始本⾮⼀族，实由多民族混合⽽成”。
“民”在汉语里当然是指民众，“族”则更多是指总体的中国人。不过，梁启超才是最早试图阐述民族或中华民族的人。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上世史，⾃黄帝以迄秦之⼀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发达、⾃竞争、⾃团结之时代也；第⼆，中世史，⾃秦统⼀后⾄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乾隆末年以⾄于今⽇，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梁启超，1901，《中国史叙论》） 在梁启超之后，孙中山在《三民主义》 中明确把血缘、生活方式、语言、信念、习俗，以及地域等作为一个民族之成为民族之必要条件。
现当代中国更系统也有影响地阐释国家、民族的是毛泽东。从1920-1930年代起，他就把人民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人民只有组织成为一个新的现代民族才能获得、恢复或捍卫自己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也才能得到解放或解放自己，从而实现孙中山当初憧憬的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毫无疑问，中文里的“国”是国家、民族、祖国、领土、政权、人民之综合，对其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就如同动员与治理如此巨大的人口与漫长历史的社会与政治的综合体一样，是一个复合的过程。
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很类似近现代汉语中的政治词汇中思想家们所说的“大我”与“小我”，或者说，在大一统之下如何妥善处理好国与人的关系，这与国之大者和民之丰富也密切相关。现实中它们的相互关系既体现在孟子当年著名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也体现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更大的统一体（“国”）中，这也成了毛泽东如何看待人民与国家之辩证关系的基础和依据。
今天，一种非常受到重视的理解国之统一性与复杂性的学理性路径是费孝通晚年多此强调的“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自晚清以来，作为一个正走向现代的国家，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完善也是相辅相成的，1949年以后尤其是如此：一方面，它意味着把各个不同的族群都整合到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之下，这个过程只是部分地受到苏联的影响，例如1950年代（乃至那以后）把不同的族群也称呼为“民族”；另一方面，它也将各种现代制度引入或改善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比如国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当然还有现代国家的外交与国防等。
对于社会学家和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国家”一词可以用来指称西方意义上的 nation 或 state，而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学者则更多把它看成是政府或政权，而在它的背后，很多时候汉语里的“国家”又意味着“社会”，或者说，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国家（或社会）的存在是必需的：认同感，其给与它的成员以成为或属于一国之人的依据；安全感，其提供给它的成员以“到家了”或“回家了”的心理；凝聚力，其确保它的成员平时多数时候相安无事，但如遇外部危险或内部压力却能够团结一致。
显而易见，中文里的“国”概念不仅因为其漫长的历史而且因为其复杂的内涵而不能简单翻译为英语里的nation或state，很多时候“国”更是在讲民众、人民或者他们的家园，无论他们是个人、是家庭的成员，还是他们所属的领土、国别、国体，乃至四海或天下。在这样一种由小及大的网络化结构里，“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理念和框架，其将个人通过家庭、社区、国家和全社会、全天下都勾连起来，这里甚至也很难只存在一种区分谁比谁更重要的单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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